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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欧洲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来自中国儒家的无神论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以及融政治与道德于一体的伦理思想。可以说，中国古文化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思想武器。本文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儒家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关键词：启蒙运动  儒家文化  重农思想  德治主义
17、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彻底胜利和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衰亡。启蒙运动以“理论”作为旗帜，向封建政治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封建神权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宣传无神论或自然神论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做思想准备。可以说，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理性运动”，而理性观念的思想渊源，应当说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成为启蒙运动中思想家的主要武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总结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的学术。”
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讲得更加明白：“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这个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指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为以反对中世纪传统为己任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思想武器。
真正激起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天主教会掀起的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了站稳脚跟，争取中国统治者的信任，不仅有意识地向中国士大夫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着儒服，习汉语，潜心研究中国典籍，极力证明儒家孔子的深邃思想与基督教义如出一辙。由于利玛窦等人力图同中国哲学和风格打成一片，遂引起了以龙华民为首的另一部分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派的坚决反对。于是围绕着中国的敬祖、祭孔、祀天是否符合于天主教义这场中国礼仪之争，欧洲天主教会掀起了轩然大波。两派论战达100年之久，出版了有关书籍260多部。直到1742年教皇颁布禁止中国礼仪的诏令，礼仪之争才告结束。天主教会宣布中国礼仪和哲学为宗教异端，本意是想阻止中国思想对欧洲神学的冲击。但是，事与愿违，这场礼仪之争，实际上成了中国思想向欧洲传播的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被置于当时欧洲的时代思潮中，时间冗长而范围广泛的论战使得欧洲人不得不注意中国，耶稣会士因礼仪之争不得不更加深入而广泛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国的宗教也因礼仪之争的论战，被无神论者，泛神论者，及自然神论者引为理论的根据。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礼仪之争的漩涡，并吸收了其中积极成果。正如德国学者葛林所指出的：“由于应否允许中国教徒保有其偶像崇拜的争论终引起欧人对中国历史及文字的注意，”“中国已成为欧洲思想界谈论的课题之一。”
礼仪之争成为中国古文化影响启蒙运动的序幕。
中国这个非基督教世界的人类优秀文化，对欧洲思想界，尤其是对欧洲启蒙运动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中国古代文明对启蒙运动的启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动摇了基督创世的谬说并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长期以来，欧洲思想界认为“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除此之外都“不过是些微贱的野蛮部族”。这种夜郎自大的陋见，经过基督创世说的神秘化和系统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看法。所谓“一个公教(基督教)、一个普通的文化(西欧文明)”的观念，自罗马帝国以来，“始终不断地在萦绕着人们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逐渐输入欧洲，“打消了许多人的偏见，使西方人茅塞顿开，懂得了欧洲和基督传教的相对性。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出现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一时风靡欧洲，一些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启蒙思想家也为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的威力所折服。德国学者赖进万(Adolf Reichwein)说：18世纪法兰西的艺术，启蒙哲学以及重农学派的经济学，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述中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来，而且比比皆是。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热烈赞扬中国。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瞻仰着人生中最伟大的人……”。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和仰慕，并热烈地赞美儒学，甚至还公然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他斥责那些在中国传统思想面前夜郎自大的欧洲学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的欧洲人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之极!”
莱布尼兹是在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于辅助欧洲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用的哲学家。他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说：“赋有一致情感的中国人，就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以及对哲学的兴趣而论，均非亚洲其他人所能及。并且，根据某些作者的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争先。”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非常关切和仰慕，尤其尊崇孔子和儒学。他充分认识和利用了中国这个楷模，把它作为抨击欧洲的传统偏见和基督创世谬说的利器。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中，借一个荷兰人之口，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众和治理最良好的国家。”而讥讽欧洲的官吏教士之流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丑态。
为了同法国主教鲍秀埃以《圣经》为准解释世界历史的谬说相抗争，伏尔泰撰写了包括中国和阿拉伯文化在内的“世界史式的《风俗论》”。在这部名著中，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法国学者伊萨贝尔在剖析伏尔泰的历史观时指出：“伏尔泰认为，耶稣基督世界和这一古老社会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这一发现就更加剧了神学界的论战，因为中国的古老性动摇了圣书中的年代学基础，使圣书上空浮起了几片疑云。伏尔泰这样做的目的是一箭双雕，既把中国的年代学作为他贬斥圣经的武器，也作为他史学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伏尔泰还利用孔子作武器，抨击旧欧洲。他说：“多么可悲啊，西方人也应该感到羞愧，竟要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一位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这位智者便是孔子——自他之后，普天下有谁提出过更好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了人们的欲望，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他还指责波绪亚的《世界史论》完全不提中国，在他看来，任何这类的著作，远东要居首位。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因此，他的《风俗论》“以论中国的很长一章开头，是很自然的。”
正如学者研究指出的，“中国于是成为服尔德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笔下假以鞭鞑旧欧洲的‘巨杖’。”

第二，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旗帜，给了启蒙思想家追求理念与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启蒙运动在思想上的特征，就是一切求助于理性。所谓“理性”，指的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
“而认识这些(理性或自然)法则的合法性则称为启蒙。”
大量事实表明，启蒙运动揭橥的“理性”和“自然法则”，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启蒙思想家们力求证明，“即使没有宗教，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可为人类的各种制度奠定基础，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对儒家思想中的反宗教思想十分赞赏。他反对法国和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写了一本《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的书，在书中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
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认为“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对此表示钦佩。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创作的哲理小说中指出，中国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中国这段长久的历史有一点特别引起我注意，就是中国的一切几乎全是可能的，自然的。我佩服他们什么事都没有一点神奇的意味。”他赞扬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
他还认为儒家提出的行为准则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了人们的欲望，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伏尔泰把孔子学说作为一种自然神论，是和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孔子教人“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提供了思想基础，正如阿尔莫加特所指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汲取孔子的智慧和增添了自己的认识的产物。”
重农学派(physiocratis)出于希腊文，原意为“自然主宰学派”，它的主旨是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重农学派企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行政改革时，也从中国获得启发。他们预言将发生工业革命和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强调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在反对重商主义时论证说，私人应当能够积累财富，不受政府控制。这些都是受到中国“理性”和“自然法则”思想的影响。以“自然必然性”相标榜的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则指出：“自然法则为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对这种制度的必要，在所有的国家中，除中国以外，都被忽视了。”
这位号称“欧洲孔夫子”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个专制君主，但他是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统治。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把中国奉为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圭臬，“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他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他眼里，中国是个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论社会。财产权似乎很有保障。赋税由皇帝规定，除寺庙外没有免税的土地。

德国千古绝伦的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非常崇拜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他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他认为中国哲学家的信念，便是尊崇最高的理性，而最高的理性，却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表现的。莱布尼兹甚至认为，欧洲社会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在去世前不久的1715年，莱布尼兹还向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论中国哲学》的长函，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表示了他直到暮年仍在追求中国理学崇奉的自然法则。因此，黑格尔认为，无论是希腊哲学家的“悟性”统治世界说，还是宗教家对于“神意”的信仰，都难以使“抽象”与“具体”、“理性”与“自然”趋于和谐一致，都不是“哲学的理性观”的渊源。而理性变化的范畴，这是中国人所抱的一种最伟大的思想。他还认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因此，启蒙运动者惟有向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求助借鉴，吸取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
第三，中国历史中仁君之治的传统与清初盛时的大一统政府，被积极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视作圭臬的理想政府，为启蒙思想家实行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提供了楷模。莱布尼兹向往开明君主专制，把中国康熙皇帝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认为欧洲一些著名君主，如路易、奥古斯特及腓特烈所不能执行的，“均可在康熙身上实现”。对开明君主专制推崇最力的伏尔泰，主张通过中国的楷模来实现建立“哲学家的政府”的理想。他称赞中国帝国政府为一开明的文道专制政府，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中国官员关心公共工程、道路、运河以及其他足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种种活动。中国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皇帝礼遇有德之士。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对于这样的政府，伏尔泰表示，“唯有信服赞叹，心向往之”。“在他的笔下，(清)圣祖成了开明专制君主的完美的典型，应为欧洲的君主所取法。”
魁奈在其名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不仅竭力证明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中国的皇帝是合法的专制君主，而且对中国的重农主义和中国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赞誉不已。他鼓动法皇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以表示对中国重农传统的推崇。

第四，中国古代文化为启蒙思想家创立、形成各种具体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以捍卫天赋人权，提倡智慧与教育为主旨的启蒙思想家们，展开智慧的翅膀，著书立说，传经授道，学术思想特别浓厚，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家，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创立的以“单子论”和“二进制算术”为代表的古典思辨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古代《易经》以及宋儒理学宇宙观的启发。伏尔泰信奉的“自然神教”的思想基础，便是汲取孔子的智慧，特别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魁奈、杜尔阁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乃是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积极因素。中国古代文明为启蒙运动中这些重要学说形成所提供的丰富的养料，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因此，无论从启蒙运动的旗帜、目的、内容以及思想基础的哪一个角度来说，都离不开中国古代文明的启示和影响。尽管这些启蒙思想家所持有的中国观点，所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示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但这种启示和影响不可低估。正如美国学者顾立稚所说：启蒙运动“接受中国哲学思想的营养剂要大于它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

On the Effect of Chinese Thought on the Enlightenment

Tang Renwu
[Abstract]: The Enlightenment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i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s origin from the Chi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athe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doctrine of “Rule of Virtue”,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agriculture and limiting commerce, and also the ethics thought which i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and moral. In some degre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d ideological weapon for the ideologist in the Enlighte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on the Enlightenment in detail.
[Key Words]：The Enlightenment；Confucianism；Physiocracy；Doctrine of “Rule of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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